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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8世纪，滨城作为西方殖民地，不仅是华南移民的聚集地，也是马来亚
与中国、遅罗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往来的枢纽。横城极乐寺则是中国僧人南
来榜城后建立的汉传佛教寺院。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华侨社会、各帮侨
领、晩清政府及逼罗国王曾分别与横城极乐寺互动，对汉传佛教越洋传播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不过，学界更多是关注到侨领或清廷与极乐寺的互动，而华
社、遅王的部分则尚有研究空白。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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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金石碑铭、历史照片、报刊新闻及新发现史料等，除了补述极乐寺史，
重点考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殖民时代马来亚的时空情境下，华社、
侨领、清廷及逼王为何及如何影响极乐寺的发展，并略谈此案例对海外汉传佛
教的研究视角的借鉴意义。研究发现，四者的目的各不相同，但通过信仰消
费、经济资助、钦命敕赐、宗教护持的途径，影响了极乐寺的发展。这种案例
反思群体与势力对汉传佛教传入新时空环境的制约与推动作用。

关键闲：华社、侨领、清廷、逼王、极乐寺

Abstract

In the 18th century, Penang was not only a British colony for immigrants from
southern China but also an interchange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Malaya, China and Siam. The Kek Lok Monastery in Penang is a Chinese Buddhist
monastery established by Chinese monks who came to Penang.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1930s, the Chinese society, the leaders of various bang (dialect group or

sub-ethnic group),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King of Siam interacted with the
Kek Lok Monastery, making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transnational spread of
Chinese Buddhism.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this article provides new insights by
combining written accounts, ston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photographs, news coverage

as well as newly discovered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addition to complementing the
history of the Kek Lok Monastery, this article seeks to understand why and how
various actors, namely, the Chinese society, leaders of bang, Qing government and
King of Siam,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aster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20th century’ 30s context of colonial Malaya, and discusses on how this case study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overseas Chinese Buddhism
studies. The study’s finding is that each actor carried his purposes and had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ek Lok Monastery in varying aspects, including faith
consumption, financial support, imperial rewards and religious patronage. This case

reflects the role of communities and powers in constraining and facilitating the spread
of Chinese Buddhism in the new environment.

Keywords: Chinese society, leaders of bang，Qing government, King of
Siam, Kek Lok Monas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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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刖吕

榜城极乐寺是南来的中国僧人在英殖民统治下的横城建立的汉传佛教

寺院，当时曾有各界人:t参与到它的发展中。作为马来亚首座汉传佛教寺

院，极乐寺是马来西亚佛教研究的重要案例，研究价值高。其中，极乐寺

与各群体或势力的互动引起不少学者关注。

在史料搜集方面，陈铁凡较早从铭刻碑记关注到极乐寺的华人捐助

者。他认为极乐寺所存文物虽不及马六甲青云亭久远，然而在数量上非常

可观，其中有关华人捐缘者的记录，多与当时的极乐寺大总理（张振就、

张煌南、郑禍文、谢荣光、戴春荣）有关，他也指出极乐寺助建之功，

张燈南居首，陈西祥次之（陈铁凡1977)。此后陈铁凡、傅吾康也搜录极

乐寺部分铭刻，有补遗意义（陈铁凡、傅吾康1985)。张少宽透过梳理铭

刻内容，简述张暦南、张鸿南、戴春荣、谢春生（都是极乐寺五大总理）、

颜五美、林克全、林耀煌（都是极乐寺大董事）W及捐资者陈西样女i等

人的生平简史及他们和极乐寺的关系（张少宽2013)。魏明宽则概述了极

乐寺的诸类铭刻，包含整理清末極联中，大总理、林雅言、林耀煌、高万

邦、梁廷芳、颜五美等具封衔的侨领，并指出较鲜为人知的信女梁彩娘是

最早期铭刻中具名的捐献者（魏明宽2019)。由此可见，其实除了较广为

所知的大总理，极乐寺发展史上尚有许多侨领参与其中。

然而在有关极乐寺发展与其中参与人物的研究现状方面，主要讨论

的对象大致仅围绕着客帮侨领和晚清政府。一方面，相关研究如黄贤强W

客家集团概念，认为客帮（大总理）捐助极乐寺，是为了与福帮、广帮侨

领竞争，而将宗教场域作为展现实力的舞台（黄贤强2011);王琢发将极

乐寺列为案例之一，论述张弼i如何帮助晚清政府在模御喝华社场所实践

神道设教（王琢发2012);宋燕鹏认为籍贯意义是五大总理资助妙莲法师

的原因，并认为此举促使榜城广东省次生社群的整合，令籍贯认同成为新

的认同趋势（宋燕鹏2016)。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成果是从极乐寺这个场

域，研究客帮侨领，或是将极乐寺与客帮侨领做并列式的叙述，对于作

为客帮侨领的大总理捐助极乐寺的动机、其与极乐寺关系和互动尚有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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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而对客帮外的侨领和极乐寺互动的研究则阔如。另一方面，关于

晚清政府与极乐寺，黄存楽通过史料展现了榜城华社与极乐寺将清廷所赐

《龙藏经》迎请回山的历史场景（Wong 1963)；王琢发、甘德政、薛莉
清解读了清廷赐经隐含的政治意图及张弼壬的推动作用（王琢发1999;甘

德政2013;薛莉清2013;薛莉清2015)。不过，赐经事件尚有探讨商権之

处，而妙莲法师在请教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影响力也未被注意。基于W

上研究，本文将补述寺中多元的侨领结构及极乐寺对他们的定位、妙莲法

师向清廷请经的史实及其身份地位的作用等。

除了侨领和清廷，在华侨社会、遥罗国王与极乐寺的互动方面也有新

史料发现。这些史料足兑明，除了大总理与晚清政府，基层人i为主

的华侨社会，W及作为邻国王著王权的遣罗国王都曾影响极乐寺的发展，

也都在极乐寺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过去因为史料匿乏，学界鲜

有讨论极乐寺发展史中的华侨社会、遣罗国王，如今可W梳理相关史实，

并探讨他们之于极乐寺发展的意义。

殖民浪潮的席卷，影响了中国、模城、逞罗之间的人员流动、经济

往来、W及政治关系等，华社、侨领、清廷和遣王也不例外。在西方国家

(特别是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全球殖民主义扩张的社会脉络下，榜城成为

了上述四者的活动平台。19世纪的英国将榜城纳为其殖民地，引入各地移

民开璋。随后，中国华南移民南来、移民社群中产生华侨领袖、清廷企图

笼络此地华侨民也、邻近遣罗与棋城来往频繁，因此它遂成为四者在商

贸、政治、交通方面等的枢纽。华社、侨领、清廷和遣王不约而同地活跃

于英属横城，这是他们后来接触到极乐寺的契机。所看似不相干的四

者，他们各自与极乐寺互动，实际上可W放在殖民浪潮的视域下作整体的

关照。

笔者好奇的是，在上述时空环境下，华社、侨领、清廷和遣王与极乐

寺互动，是基于什么需要或动机？他们W什么途径影响了极乐寺发展？这

项研究可W为汉传佛教跨域传播研究带来怎样的借鉴意义或启示？基于这

些问题意识，本文无意梳理极乐寺的线性发展，而是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运用文字文本、金石碑铭、历史照片、报刊新闻及新发现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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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重点考察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英殖民时期榜城的时空脉络

下，华社、侨领、清廷及遣王为何及如何影响极乐寺的发展，略谈此案例

对海外汉传佛教的研究视角的借鉴意义。本文在时代的界定上，可W从涌

泉寺方丈妙莲法师于1885年首次南来募款说起，直到极乐寺第二代方丈本

忠法师于19%年圆寂（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极乐寺进入另一个发展阶

段）。

二、榜柳峭华侨社会的信仰消费

随着华人移民下南洋，对他们的精神与社会生活有重要意义的原乡神

明也随之南来，并从个人奉祀发展为众人共祀的庙宇。海珠崎大伯公庙和

挪脚街广福宫便是这种途径下建立的横城第一、第二座庙宇。1799年建立

的海珠鸣大伯公庙，于1843年由惠州、嘉应、大墙、永定、增城五属华人

购地扩建，并组成董事、信理两部，'最初由闽、客两帮供公祀，后来由

客家完全掌管（张少宽2013)。在道光年间，开元寺西滨法师住持其中，

直到咸丰初年圆寂，与立公同葬，2相信该僧在住持期间管理香火及奉祀

大伯公。1800年，出现了新的香火庙——棋城广福宫，3又名观音亭，据

说前身是"妈祖宫"（张少宽2003)，它不仅提供宗教祭祀的功能，也

具有整合福帮、广帮的社会功能（《光华日报》1982年11月21日；陈剑虹

1989)。广福宫同样也有延请僧人住持，处理信众养生送死的需求。由此

可见，移民与移神是相互的，横柳鸣华社建构过程中，W神缘（大伯公信

仰、观音信仰等）为纽带凝聚华人移民社会；同时，华侨延请僧人处理生

前死后的仪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了庙宇的定位与僧人的角色，

换言之华社的信仰消费是影响汉传佛教在南洋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魏明

宽2021)。

广福宫邀请妙莲法师住持该庙，是僧人后来建立极乐寺的关键。1888

年，广福宫诸董事因旧僧有坏清规，欲辞去他们，但后者借助会觉势力及

法律途径与广福宫周旋，最终广福宫需请警方介入（《助报》1888年8月

23日）。这次风波之后，诸位董事邀请了来横城募缘的妙莲等僧来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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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广福宫延请僧人的制度也发生了改变一一过去，该宫W

"香资"制度，合众集资延请僧人打理香火；本次则宝烛巧"（也称

香烛巧）制度延请妙莲等僧住持广福宫（王琢发2004;王琢发2019)，即

妙莲等僧交付两千余金的岁供予广福宫（释宝慈1923)，广福宫则将香火

交由僧人承包，盈亏由僧人自理。广福宫每年也给予名义上补贴伙食的千

金，据悉仅够支付工人，香烛也都有标巧（释宝慈1923;极乐寺1907)。

因此，僧人必须适应香火庙中具有商业色彩的制度，同时也受其约束活

动。

学界虽留意到妙莲法师曾住持广福宫，但较少论述具体活动内容，W

及这对于后来建立极乐寺的意义。其实早在1885年、1887年，为了修葺福

州涌泉寺，该寺住持妙莲法师己与监院宝森等六人就己先后到南洋群岛、

横御鸣托体筹款，也曾驻锡于日落洞清龙宫（骆静山1984);而这次住持

广福宫，则是另一种相对长期且稳定的获得经济资源的方式。僧人住持广

福宫的活动内容主要是管理香火、应酬经斤及举办法会等。《鹤山极乐寺

志》载宫中限住的12位僧人，分别应付广帮、福帮华人的经斤法事（释宝

慈1923;释竺摩1960)。根据极乐寺中新发现材料《検柳呜极乐寺广福宫

常住条规》，在职事结构方面，含库房正理事、库房副理事各一位；管理

香火的有大殿收香油师、大殿卖香烛师；负责经斤的有排壇佛事常住（也

称老排师）、主斤、洒净师、引灵、吹司等（极乐寺1907)。此外，在华

人节庆或宗教时节，僧人也会举行W祈福等为目的的法会。即便后来妙莲

法师有感广福宫地处尘器，另觅修行所在（释宝慈1923)，仍有其他僧人

如本忠、觉空（释虚云2017)驻锡广福宫。也就是说，涌泉寺僧人通过长

期在民间信仰庙宇各司其职，为华社管理香火、应酬经斤、举办法会等，

收入所得除了按各僧的职事派发单银，也是支援涌泉寺的资金，4这些经

济资源与信众基础也是后来建立极乐寺的筹码。除此，僧人也住持了海珠

喝大伯公庙，惟不知是否指该庙在乔治市的行宫（极乐寺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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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广福宫外观。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序号：1991-00484。（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授权）

妙莲另辟极乐寺期间，曾驻锡在附近的宝鸣仙岩，这座香火庙也是

汉传佛教寺院的经济来源之一。宝111弓仙岩是一座主祀大伯公的横城华人庙

宇，创建于1862年，位于升旗山山脉。宝鸣仙岩距离极乐寺不远，因此妙

莲法师为方便施工，在筹建极乐寺期间曾驻锡于此（张少宽2013)，当时

众僧可能也有管理仙岩香火，并把收入作为极乐寺的经济来源。一直到20

世纪初，宝蜗仙岩正式成为极乐寺的寺产一1905年，宝鸣仙岩总理伍金

皆、黄子春、鲍关瑞、胡能庆、戴文吉及阮福华登报启示，将宝鸣仙岩

"永归极乐常住管理"（《横城新报》1905年11月8日）；《极乐禅寺修建

本岩碑记》也载僧人住持该岩，可"俾稍沾香油之资，W济寺用"。《南

洋云月记》也记载"庙中高悬极乐寺灯笼，盖归其管理，有寺僧及司香灯

各一，亦极乐寺所派也""再左又一石洞，筑室兰磕，寺僧居焉"（郑健

庐1935: 163-164)。这盈示了，极乐寺僧人长期管理主祀大伯公的宝鸠

仙岩的香火，为极乐寺带来经济效益（魏明宽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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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宝呜仙岩外观。

资料来源：《庇能宝石仙岩之风景》，《侨镜月

刊》1930年第5期，第13页。

与涌泉寺初建宗旨就汉传佛教为定位相比，初建的极乐寺是具

有民间信仰色彩的，而这或许是僧人基于住持香火庙的经验所作出的决

定。1891年，妙莲联同诸本忠、得如、善庆合资，于1891年买下闽商杨秀

苗在升旗山的园丘，建极乐寺。1892年建立的大±殿是极乐寺的首座殿

宇。大±殿主祀观音，与同样主祀观音的广福宫齐名，因此坊间有"新观

音""观音亭"之谓（释宝慈1923;师国祥1957)，可见华人对观音信仰

崇拜的热衷，无异于民间信仰，这也可能是妙莲法师W观音菩萨作为极乐

寺开山主祀的原因（魏明宽2019)。1894年，得如、本忠两法师在大壬殿

的西厢和东厢，分别建立了福神祠及地藏殿。福德正神相当于大伯公，是

华人民间信仰中的地方守护神，5创立福神祠可能是妙莲等僧基于住持宝

鸣仙岩的经验；而地藏菩萨在民间素有超拔地狱亡魂的形象。上述立种信

仰分别承担处理他们生前死后需求的职能。可W说，建立具有民间信仰色

彩的大±殿、地藏殿及民间信仰福德祠，是妙莲等僧基于横城华社的主流

信仰，调整了汉传佛教传播策略的表现（魏明宽2021)。此时的极乐寺，

也有从事香火管理和经斤佛事（惟不唱本地调，只唱兰宝调）6。

概括而言，华人移民社会基于信仰需求，一方面延请僧人管理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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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宝鸣仙岩的香火，另一方面聘请僧人处理福、广社群的身后事，尽

管这些宗教活动民间信仰为主，对妙莲等侨僧而言限制了汉传佛教的弘

扬，但华社的信仰消费客观上为汉传佛教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经济来源与信

众基础。大±殿、地藏殿、福德祠建立后，同样侨僧是借助具民间信仰色

彩的佛教或民间信仰神明，来吸引广大信众的信仰消费，使极乐寺在香火

庙林立的検城华社中占一席之地。汉传佛教与民间信仰本质上都具有中华

文化基因的宗教，这种同质性可能是信奉民间信仰的华社较能接受汉传佛

教的原因之一。

三、各帮侨领的经济资助

由于英殖民政府开巧所需，引入大量华工，榜御鸣帮权政治与社会结

构日趋复杂。此时广福宫逐渐无法应付帮会纠纷及利益冲突，因此于1881

年成立了当地最高华社总机构一一平章公馆7。平章公馆的领导与广福宫

有职事关联。这些华人领导层大多是经商致富者，透过捐官弼爵的管道获

得声望，并加入华社中也如庙宇W建立权威，即是"商而富则绅"。因

此，模御鸣一直保持着广帮、福帮作为两大帮群势力，共同领导华社的特

点。19世纪80年代W后，来自印尼的张弼壬、张燈南等客帮侨领扩张政、

商版图到検城，通过财富、声望及权势的累积，上升到横城华人社会领

导的地位，即"商而富则仕"。此外，他们主要方言群、人际网络、合

作及共同目标为纽带，形成了所谓的客家势力集团（黄贤强1999;黄贤强

2011)。最终，福建、广汀、客家、潮州等籍贯的华人社群共存于横城，

建构了具有多元方言群特征、W帮群为社群边界，同时客帮、广帮及福

帮王帮侨领鼎足而立的榜城华人移民社会。

僧人计划扩建寺院，但得不到W福帮、广帮侨领为首的平章公馆的

支持。当时，极乐寺僧人有改善环境的想法，加上绅商鼓励妙莲法师筹募

W扩建梵刹，为山水增色，于是妙莲法师"欲乞平章公馆盖印为之提倡，

而卒不果许"（释宝慈1923: 85)。平章公馆为什么不答应为极乐寺提倡

捐建？有几种可能：一是平章公馆的领导层在成立之初己受制于殖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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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龙云2006)，未必能顺从民意；二是因为扩建后的极乐寺将与广福宫

形成在香火与经斤方面的竞争关系。因此，通过寺志和碑文中"惟时净业

初兴，事当创始，给孤长者不作，摄材建殿者无人，俯仰筹维，殊难措

手"（释宝慈1923: 43-45)"方丈几费也力，谋建筑卒未得人集款，莫能

举动为憾"（《榜城极乐寺碑记》）"经费支细，久无W扩充之"（《张

燈南纪德碑》）等语境，我们可W推测少了榜城华社最高总机构的倡捐，

极乐寺在当地华人社会的募化效果一度不如预期。

虽然如此，妙莲法师最终转而向客帮侨领寻求经济资助。《棋城极

乐寺碑记》有段较少受注意的文字，其实透露了这种支持跟客帮侨领出

任棋城副领事的背景有关；当张嬉南来棋城上任棋城副领事时，方丈认

为："公来，寺之幸福耶！抑如须达拿8布金，使精舍得W有建耶！"，

寺僧都殷切盼望；直到张暦南来寺，赞叹景色优美，询问"葛不提倡缔造

乎？"，方丈回答："固所愿，正有待于公耳"。张燈南于是认捐，资助

扩建寺院，而且号召了其他客籍侨领张弼±、谢荣光、张鸿南、郑禍文及

戴喜云加入（释宝慈1923)，从1895年春开始共同扶持极乐寺。换言之，

自福帮、广帮侨领为主的平章公馆否决倡捐的提议后，僧人必须另寻其

他帮群领袖的带头捐款，才能呼吁华社响应，而新上任検城副领事的张煌

南与侨领张弼i (释宝慈1923)无疑是理想人选。

客家侨领对极乐寺的资助，体现在巨款与产业上捐助或借助上。其

中，张弼±拨矩款W尽提倡之力，部分资金待日后陆续归还（释宝慈

1923),妙莲法师也在绅商、僧众建议下，于1895年按西例将管理权委与

五位侨领，僧人也因此尊五人为极乐寺大总理9。从此，五人更迭护持常

住（释宝慈1923)。期间，他们陆续添置寺产，如张煌南于1895、1910年

捐赠天福园、保格园，禍后成为极乐寺的产业。最终，具十方丛林制式的

极乐寺圆成。随着五大总理陆续归西，戴正汀（戴培基）与其弟戴淑原

(戴培元）遵其父戴喜云之遗嘱，于1920将极乐寺管理权归予寺方，由寺

僧全权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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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yer Iiam. Chinese Temple

保荣寺J is uiiHoubteclly the

finest piece of Chinese architec*

ture in Henaug.

图3;二十世纪初的极乐寺。

资料来源："Penang, the Sunny Isle"，《中华英文周报》1924年第11卷第271
期，无页码。

在职事结构方面，除了较受学界关注的客家侨领，其实福帮侨领的身

影也曾出现在极乐寺发展史中。根据1907年3月立的《勃赐极乐禅寺碑》，

极乐寺有9位大董事：颜五美、林花替、林耀煌、胡子春、邱汉阳、林妈

栽、黄务美、林克全、杨本通，他们皆是福建侨领。此碑是目前为止唯一

有9人W大董事身份出现的史料，其他相关史料记载厥如，可能意味着他

们在管理或产权方面没有较大影响，又或是在任时间较短，具体原因尚待

探讨。结合上述史料，可W发现在极乐寺内部在家人（俗家人）组织结构

中，曾出现客帮侨领及福帮侨领分别出任大总理及大董事，人数、职位方

面不对等的跨帮特征。

在捐款方面，则可看出大总理和大董事的积极参与。一般来说，

検城福帮无论在人口还是财力方面，在捐款时都远超其他帮群（麦流芳

1985)。然而，1906年的《功德碑》则呈现了另类的各帮捐助数目，并且

明显可见极乐寺更尊崇客家侨领：一、就捐款而言，6位大息理的捐款在

3000-35000元么间，大董事中的8人（林花營没捐）的捐款则在100-3000

元之间，说明客帮侨领比福帮侨领在捐缘人数方面较少，但在捐缘总额方

面较多；二、就排序而言，尽管福帮的陈西祥（5500元）、刘金榜的捐缘

(4000元）较客帮戴春荣（3000元）来得多，但第一到第六位缘首排列

依旧是客家侨领；三、就头衔而言，唯有这6位客帮领袖有标识清朝或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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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政府官衔le，另外8位福帮侨领及其他捐缘人则无。值得注意的是，

共5面的《功德碑》包含上述侨领在内的俗家施主有近370人，多数身份未

明，相信含有更多两帮、甚至其他帮群的人物；但不包括前述曾拒绝为极

乐寺盖章倡捐的平章公馆的领导层，II似乎说明他们在公在私贯彻立场。

表1;作为大总理和大董事的客帮、福帮侨领及其捐款

客帮（大总理） 福帮（大董事）

人物 捐款 人物 捐款

张弼± 15000 颜五美 3000

张煌南 10000 邱紋阳 3000

谢荣光 7000 林克全 2000

张鸿南 7000 胡子春 2000

郑禍文 3000 杨本通 2000

戴春荣 3000 黄务美 1200

林妈栽 1000

林耀煌 100

林花營 -

总额45000 总额14300

资料来源：《功德碑》，极乐寺。

随着大总理先后逝世，又有后起的侨领资助极乐寺。例如，因一战爆

发而暂停的兴建宝塔（弥陀塔）工程，因遣王续建该塔的事迹引起社会关

注，除了具遣罗裔血统且拥护各地佛教的陈西祥捐建宝塔(Khoo 2012)、

细甸华人捐赠玉佛，根据新发现剪报，后来还有榜城虎标永安堂主人胡

文虎、胡文豹昆仲也各捐万余（释开谦2017)。根据田野调查结果，胡

氏兄弟也为极乐寺捐建了瞪道亭（ 1929年）、"海天佛地"牌楼（1930

年）I2及在山脚下W堂号捐建的桥（1933年）。换言之，各时代更迭出现

的侨领保证了极乐寺的寺院经济和长远发展。

捐过巨款的大功德主在死后，可W得到寺方长期供奉，这也是侨领

捐款的原因之一。最早受供奉的大护法是大总理张煌南塑像，"而不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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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都曾描述奉祀在极乐寺的牌位（木主）或身穿清朝官服或西洋服装的塑

像，受寺方逐期奉祀。这些塑像或牌位透露了极乐寺的檀越（护法）的经

济资助一一根据宋蕴壤的《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二十多尊塑像奉

祀于藏经楼，是捐金数万元的护法；两百多个牌位则奉祀于楼下偏殿，代

表着捐金数千元的护法（宋蕴漢1930)。这个奉祀空间在本质上相当于功

德堂或檀越祠，也就是说入堂的条件不是一般华人的宗祠强调的家族或社

群纽带，而是捐缘功德为前提，并且按捐款金额决定奉祀形式。这样一

来寺方可W勉励后来者踊跃捐款，满足了辞世后有香火奉祀的传统需求，

也可纪念这些大檀越护持寺院的功劳。根据田野调查发现，这些塑像包括

客帮侨领张燈南，W及福帮侨领颜五美、高万邦、谢增燈、林宁结、陈西

样等。14

图4;护法的塑像；图5;护法的牌位。

资料来源：WONG, Choon San. 1963. "Kek Lok Si" Temple of Paradise.
Malaysia: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pp.90-94.

总的来说，各帮侨领经济资助极乐寺的目的有很多：一是为了行善积

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华人社会的传统文化价值，也契合佛教提

倡的"善有善报"等因果观念；二是获得寺方的长期奉祀；王是建立社会

声望，尤其是在横御鸣广福宫、平章公馆的福帮、广帮侨领为首的华社

中，客家侨领欲占一席之地（特别是刚上任的榜城副领事张燈南），有必

要在华社聚集的宗教场所建立在当地社会声望，因此作为没有帮群背景的



14 魏明宽/何居才

极乐寺，成为了客帮展示帮权势力的理想舞台。相对的，极乐寺作为僧人

自发建立的寺院，是少数不W方言和籍贯认同为纽带的华人宗教场域，在

帮群边界明显的横城，它尽可能在不受帮群势力直接制约的前提下，争取

W客帮、福帮为主的各帮群侨领的经济资助，并且在僧众前往南洋170多

璋（仰光、苏口答腊、逞罗等）筹募下（释宝慈1923)，从小道场发展为

大丛林。

四、晚清政府的钦命敕赐

晚清政府海外华侨的政策，随着国力损耗而改变。两次鸦片战、1894

年的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严重受损。彼时，包括

南洋在内的海外华侨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因此引起晚清政府关注。清

廷对华侨的态度从消极放任转向积极保护，并改变了华侨政策，吸引华

侨对政府的捐赠和投资。其中，就个人层面有卖官鬻爵，即华侨可花钱买

虚衔光宗耀祖；对于捐赠清政府的会馆、庙宇等单位，则赐额奖励。换

言之，卖官、赐额这两项在前朝已有的举措，在晚清政府操作下成为了获

得华侨的经济捐助与国家认同的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清廷也敕赐了《龙藏经》等物予横城极乐寺。部分

学者认为刚在海外建寺的僧人不足W请经，张弼±才是请经成功的重要推

手。不过从目前可见的关于请经的官方文书、马来亚报章W及极乐寺的寺

志，似乎未提及张弼壬。反观妙莲法师在请经时的地位是值得注意的一一

一是"国师"说：妙莲曾在慈樓听政期间获封国师尊号（陈秋平2004;白

玉国2008);二是"结义兄弟"说：1901年，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签下

《辛丑条约》，承担"庚子赔款"，妙莲于是将所募数万元捐献给清廷，

后于1904年受召进京，慈稽赐妙莲与光绪结义为兄弟，并御赐《龙藏经》

与蜜驾（明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7)。这种做法也相当吻合清廷奖披

华侨捐助的作风。《南游云水情-续篇》收录妙莲法师著清朝官服之照片

(图7)，这份新史料显示不管妙莲可能贵为"国师"或"皇兄"，都足

W说明他深受到清廷重视，是请经成功的条件之一。另外，笔者也在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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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见到曾经装运部分《龙藏经》的金属盒（图6)，惟不知是否跟图7中小

童所捧之盒子有关。

图6:当时装部分《龙藏经》的盒子；

图7:鼓山钦命方丈妙莲老法师著清朝服法相。

资料来源：笔者摄于2019年11月17日，极乐寺；释开谦；《南游云水情•续
篇》，模城：宝誉堂教育推广中屯、，2013年，第78页。

实际上，请赐、敕赐《龙藏经》对妙莲法师与晚清政府都有重大意

义。《龙藏经》是清代最后一次官印的汉文大藏经，到光绪年间请印藏经

不易，神州境内仅有八位僧人完成（杨玉良1989);而就海外而言，慈

樓太后曾赐日本西本愿寺《龙藏经》"（小川贯式1984;李富华、何梅

2003；道安2005)，及明宽法师因向慈稽太后进贡白玉佛，而为细甸请

得《龙藏经》（罗涧1922)。历史上，请经失败的法师不在少数，但妙莲

法师一举请得两部《龙藏经》（另一部在撞州崇福寺），其中蕴含了妙莲

的宗教使命，W及清廷的政治意图，这从请经、赐经、迎经一系列活动可

W 了解。

妙莲法师请经，始于1904年。当时，极乐寺十方丛林格局基本已圆

成，然而寺中缺乏大藏经，僧人难W深入经藏。因此，开山住持妙莲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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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向晚清政府请赐《龙藏经》。妙莲让监院本忠代理寺务，自己则北上

向僧录司提呈欲请《龙藏经》的呈请。过程中，他在京都访问王公故友，

他们伴随妙莲法师代奏请经（《検城新报》1904年12月8日），这些人包

括刑部尚书瓜尔佳•奎俊、商部侍郎陈璧、福建甫田南山广化寺住持灵

山、北京西城圆广寺住持庆然，中国驻榜城的领事梁廷芳则向清朝上报：

妙莲法师耗巨资在英属榜城兴建极乐寺，欲请《龙藏经》。随后妙莲受召

到北京（况ra化仿Ao 20 January 1905)，梁领事出示护照予妙莲通关（《钦
命管理僧录司电文碑》；陈铁凡、傅吾康1985)。这说明妙莲具有主观能

动性，且善于运用政治智慧，动员其他达官贵人、名僧护法作为他向清廷

请经的后盾。

同年，清廷赐经。根据《钦命管理僧录司电文碑》，僧录司查实极

乐寺"请领藏经，崇隆佛法，镇寺供奉演说，普化中外人民"后，于同年

走月初二向内务府呈上妙莲法师请赐《龙藏经》的呈请。4:月十二日，内

务府衙向光绪皇帝据情奏请，等候蒙圣恩准奏朱批，奉旨依议（陈铁凡、

傅吾康1985)。光绪兰十年九月初一日（1904年10月9日），光绪皇帝赐

《龙藏经》两部、紫衣体孟、锡杖、蜜驾全副予検城极乐寺，W及红底

金字的竖區"钦命方丈"（图8)。另外，铃印"光绪皇帝御笔之宝"的

"大雄宝殿"區（图9)，及铃印"慈樓皇太后御笔之宝"的"海天佛

地"木區，w—般认为也是赐于同时期。有者认为清廷赐经、赐额予榜城

极乐寺，是为了落实"神道设教"政策，达到凝聚海外华人认同清廷的政

治目的（王琢发2012)。

图8:清廷御赐"钦命方丈"區；图9:光绪皇帝御赐的"大雄宝殿"區。

资料来源：笔者分别自摄于2019年11月22日、2019年11月12日极乐寺。



仗境方生：华社、矫领、清廷和遐王对模城板乐寺发展的影响 17

迎经的过程，则动员了新加坡、横城的华人官方机构及当地华社为

游行造势。1904年10月12日（九月初四），兼任崇福寺住持的妙莲法师嘱

该寺转道法师，到北京迎取两部《龙藏经》，其中一部奉在崇福寺。同

年12月，妙莲法师开始了从厦口迎经回山的路途，他与卧云法师领另一部

《龙藏经》途经新加坡，"新加坡总领事凤仪照会榜御鸣副领事，请平章

公馆、广福宫绅董恭送《龙藏经》入寺（释开巧2017)。平章公馆刊发传

单通知検城华人社会：全体华社妥为迎护、尊崇《龙藏经》回山，W光大

佛典（《横城新报》1905年1月13日；释开箭2017)。1905年1月，出席的

12位华社侨领，包括客帮侨领戴喜云，W及平章公馆创建时期福帮代表林

花營和广帮代表黄进聪，见证八辆马车运送《龙藏经》，游行队伍长度超

过400米，可见声势之大。另外，妙莲法师也升座为"钦命方丈"，是目

前己知唯一在海外有此荣衔的僧人，而极乐寺则被誉为"全検寺庙之首"
(况ra化尼cAo 20 January 1905)。极乐寺也为此付出"迎请藏经费用共银

五千測百元"（释宝慈1923)。

图10:淳州南山寺（崇福寺）是另一座典藏妙莲法师所请《龙

藏经》的寺院。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于2018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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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府的钦命敕赐，对极乐寺乃至马来亚汉传佛教都有着重大的

意义。首先，《龙藏经》巩固了极乐寺作为真正意义的汉传佛教寺院，即

在"佛宝""僧宝"的基础上，请得"法宝"《龙藏经》，圆成汉传佛教

讲求的"王宝俱足"；其次，通过清廷赐经、两地领事护持、侨领及华社

民众的迎接等一系列造势活动，奠定了极乐寺的崇高地位。再次，在送死

度亡、不重视教义的风气下，官版《龙藏经》为马来亚开启"知识佛教"

之先河（释继程1987)。当然，这一切也是极乐寺僧人通过重要人脉、付

出大量人力与财力后换来的结果。

五、退罗国王的宗教护持

受地缘经济、殖民浪潮等因素的影响，退罗与横城在地缘政治、经济

等方面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华人移民在遣罗落地生根，历代国王

也都起用华侨，展开了 yA王著统治者主导、W华人移民为主要接应的遅罗

对外商贸活动（黄素芳2007)，其中包括了如福建侨商许洒淳等。1871年

12月，拉玛五世途经榜御鸣，亲身认识这个与遣罗南部有着紧密贸易、经

济关系的区域，是后来数代遣罗王室成员南下棋城的开端。19世纪末20世

纪初，欧美各国工业蓬勃发展，对橡胶需求迅速增长，刺激了热带国家橡

胶种植业（林远辉、张应龙1991)。马来亚也掀起了从事橡胶树种植业的

热潮，英殖民政府初见商机，更是禁止马来亚橡胶种子或幼苗出口。适逢

胡椒价格下滑，许洒淳之子许必美了解橡胶价值后，于1901年出访马来亚

之际私下带回橡胶树幼苗，并在遣罗南部董里试种成功，成为当地橡胶业

的滥赖（St制1970)。

20世纪初，一个偶然的机缘令极乐寺获得了遣罗南部董里的±地。妙

莲法师请经后，便传极乐寺住持之位予本忠法师，自己则返回闽南修葺各

寺，并于1907年圆寂。同年，妙莲的弟子虚云法师从中国奉妙莲骨灰，将

奉于极乐寺，因途经退罗，打坐入定多日，轰动遥罗上下，出定后受邀到

王宫讲经。后来，极乐寺派了善钦、宝月两位法师去逞罗迎接虚云。因为

讲经，虚云法师获得遣王赠送了董里的一块王地，他后来将之献于极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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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院善庆法师（释虚云2017)，可能是本忠、善庆法师主张向遣罗政府领

取的缘故（释宝慈1923;策群1992;招观海19%)。

在英殖民政府扶英制华的管制范围么外，极乐寺在遅罗董里开拓了橡

胶种植业。从1903年起，英殖民政府一方面收购马来亚华社的大型树胶园，

一方面允许英商橡胶园扩张，严重制约了华社的橡胶种植业（林远辉、张

应龙1991)。极乐寺僧人有在后山从事橡胶种植的经验（释宝慈1923)，

他们计划在遥罗经营佛教实业公司。身为总理的本忠法师负责筹集资金，

因通晓粤语、淡米尔语、马来语、遣罗语及简单的洋话，加上极乐寺发

展稳定，因此本忠较易与各族人民沟通并筹得资金（策群1992)，在1913

年注资董里；而作为督办的善庆法师负责开荒种植（林博爱1922;宋蕴壌

1930);善钦、宝月法师也种植橡胶树、开设树胶工厂。换言之，遅王赐

地，间接促成了极乐寺将橡胶种植业，从横城跨界拓展到遥罗南部，形成

极乐寺维持寺院经济的重要条件。

逼罗国王拉玛六世唯一一次按临极乐寺，为一战后的极乐寺发展带

来新的局面。1914年欧战爆发，全球橡胶业市场极不稳定，马来亚橡胶业

备受打击，影响极乐寺的佛教实业公司、义学及正在兴建的宝塔。一直到

1924年10月，逼罗国王六世与妃子、驻巧遥罗总领事（许洒淳的后裔）等

往新加坡，途经榜御蜗(Vejjajiva 2015),到极乐寺朝山拜佛。本忠法师
事先整顿寺观，身披清德宗皇帝御赐的装娑，接待遅王，参观遣罗先王所

捐金區额（《横城新报》1924年10月8日；策群1992;释开巧2017;魏明

宽2019)。游观未竣工的宝塔时，本忠法师喻遣王为人中塔主，游说续建

宝塔，遣王于是行奠基礼，将此塔命名为拉玛六世塔IS (Khaw 1%7)。

随后，遣王演说，并且视察将来竖立铜像的位置。本忠客堂的拉玛五

世镜中题辞，请拉玛六世也留下金言；僧众也回赠巨幅金地金字寿幢及英

文颂词。遣王访极乐寺轰动当时，前来观瞻的人群充塞载途。（《横城新

报》1924年10月8日；策群1992;释开啸2017;魏明宽2019)后来落成的

宝塔也曾悬挂遣王照相（陈达1946)，资纪念。

此外，新发现的兰份资料证实了拉玛六世对本忠法师的宗教护持。

第一份史料是一份主要W泰文书写的证书I9,其内容大意是：在位第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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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玛六世，于1925年10月24日敕封崇贤予榜柳鸣极乐寺的中国僧人本忠

法师W。第二份史料《榜城新报》则显示，在本忠获敕封的半个月后，20

位社会人壬21为帮助募建宝塔和介绍本忠获授崇衔，刊登新闻：本忠法师

偕安必头陀前往逼都（曼谷）托体，驻锡顺兴宫，并向遣王奏呈宝塔图

(可能是报告宝塔工程和获取善款）；遥王隆重宠锡本忠法师，赏賜装装

全袭、体孟、僧王帽、锡杖等法物（《榜城新报》1925年11月9日）。相

隔不久，拉玛六世于1925年11月26日驾崩；拉玛尤世于同年登基。第王份

史料是一侦刊登于1928年《南光》杂志封面的照片，是本忠法师和证书、

僧王帽、僧爵扇等法物的照片，底下标题是"検城极乐寺方丈本忠禅师蒙

遣罗皇钦赐佛学博±崇衔并费予诸法物撮影"（《南光》1928：封面）22。

证书、新闻和图像不仅补述了遣王对极乐寺的影响，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

的历史情境。

图11:崇衔证书；

图12:本忠法师与遣王所赐的崇衔证书、体孟和僧王帽等。

资料来源：笔者摄于2019年10月13日，棋城观音寺；《南光》1928年第1卷

第5期，封面。

由于拉玛六世的看重，举国人民也非常敬仰本忠法师，这使他可W在

遥罗进行宗教活动。根据中国牧师招观海《天南游记》的记录，他曾在观

音寺与本忠法师畅谈佛教与基督教，本忠曾言"此次我到遅（罗）为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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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人等说大乘佛法，大得彼邦人±欢迎"，最后赠送了招氏两侦照片作

为纪念，一峽是遣王宠锡时摄影（可能如图12)，另一倾则是遣罗水陆军

官版依本忠法师时摄影。招观海赞叹本忠—人之魄力，感化大众，上

而王公大臣，下而愚夫愚妇，都来贩依受戒，实所罕见"（招观海19%:

27-28)。除此，根据新发现的极乐寺内部资料、本忠所编的《南洋検城

极乐禅寺本忠和尚问答撮要•附记和尚渡海异闻》，本忠曾从逞罗出发到

各国筹募，如在1927年6月27日由逞京乘法国轮船赴安南（今越南），为

极乐寺万佛塔募缘（释本忠1934)。可W说，遣王的宗教护持不仅奠定了

本忠法师在遣罗的崇高地位，也为他带来了前往其他国家进行宗教活动的

便利。

总的来说，遣王六世对极乐寺的宗教护持，对于极乐寺在退罗、横城

的发展都有正面影响。遅罗传统上上座部佛教为国教，与汉传佛教同属

佛教，因此遣王基于崇佛文化，愿意助成无上功德。作为邻国±著王权的

遣王W佛教为纽带，透过续建宝塔、钦赐崇衔、引领举国人民布施和版依

等一系列宗教护持，为极乐寺带来了重要的经济来源和信众基础；而极乐

寺僧人基于橡胶种植、多语能力和政治智慧，充分把握退王赐地和光临的

偶然机会，开启了源自福建的汉传佛教从马来亚传播到遅罗的契机。

六、结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字文本、金石碑铭、历史照

片、报刊新闻及新发现的史料等，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殖民

地时代马来亚的时空情境下，除了补述极乐寺发展史，重点探讨华社、侨

领、清廷及遥王为何及如何与极乐寺互动、对其发展的意义，并略谈汉传

佛教在海外发展所面对的制约与推动作用。研究发现，福建侨僧在弘法建

寺的过程中，华侨社会、各帮侨领、晚清政府及遣罗国王分别基于各自的

需要，通过信仰消费、经济资助、钦命敕賜及宗教护持等方式与极乐寺互

动。

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提出不同观点，及反映未受到关注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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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面向。一方面，前人认为极乐寺主要资助者是客帮侨领（大总理），本

文则大总理、大董事及捐助者为例，具体指出在职事结构、捐款、供奉

方面，资助极乐寺的侨领具有帮群多样性（客帮、福帮等）特征；前人强

调清廷和张弼±在赐经事件的意图、角色，本文则W多方史料梳理请经经

过，并指出了妙莲法师本身的主观能动性，清廷对妙莲法师的重视，是崇

福寺和极乐寺请经成功的关键。另一方面，指出华侨社会延请僧人管理广

福宫、海珠鸣大伯公庙的香火、提供经斤佛事，这种经验促成僧人在建寺

之初选择了具有民间信仰色彩的定位，因此累积了经济、信众基础；梳理

了僧人从获得遅南王地到开拓橡胶业、遥王从樓临极乐寺到宠锡本忠法师

的史实，对历经一战的极乐寺有重要意义。

具体而言，华社、侨领、清廷及遣王本着各自需要，通过不同的途

径，制约和推动了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极乐寺发展历程：一、

在大量华工被引入榜城并扎根于斯下，华侨社会基于养生送死的需求，进

行了延请僧人管理香火、应付经斤和举行法会的信仰消费，这虽然限制了

僧人弘法的积极性，但维持了涌泉寺的寺院经济和累积建立极乐寺的资

本；二、在検城华人社会帮权鼎立的背景下，各帮侨领基于展现帮群势力

的需要，通过经济资助的途径支持有待扩建的极乐寺；王、在中国和南洋

的华人社会经济此消彼长的时空背景下，晚清政府为求笼络海外华人社会

认同和捐助，W赐经、赐额等钦命敕赐的方式，成全妙莲法师的申请佛教

资源的要求，奠定了极乐寺的宗教地位；四、在遣、榜两地邻近、交通便

利和商贸往来的时空环境中，遅王基于尚佛的立场，W赠地、捐款、宠锡

等宗教护持方式，支持了极乐寺僧人在两地的农业、佛教的发展。必须说

明的是，当时作为西方殖民势力的大英帝国，虽然对包括中国、马来亚和

遣罗在内的世界各地有巨大影响，但在作为马来亚殖民政府时，大致上既

不干涉，也不重视佛教发展（陈秋平2004)。

这项案例研究所涉及群体、势力多元，在马来亚汉传佛教史上具有特

殊性。多数关于马来亚、东南亚汉传佛教研究，与寺院、僧人有联系的外

界主要是华社领袖；反观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极乐寺发展历程，

却有着华社民间、华社领袖、中国合法政府和邻国±著王权参与其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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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聚集多个群体或力量的情境的形成，脱离不了受殖民浪潮影响的中国

和南洋的社会脉络。可兑，在近代西方殖民扩张的背景下，中国、榜城

和退罗在移民、政治、经济等交汇的时空环境中，华社、侨领、清廷和遣

王基于各自的目的，通过信仰消费、经济资助、钦命敕赐和宗教护持的方

式影响极乐寺发展，是汉传佛教在马来亚发展史上极具特殊性的案例，对

马来亚汉传佛教的宗教社会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这项案例研究也可帮助学界理解，新时空环境中群体与势力对于汉传

佛教传入的制约和推动作用。首先，汉传佛教在对外传播时，华人移民往

往是较先、较易接受汉传佛教的传播对象（这一点在新加坡普陀寺、普觉

寺、菲律宾大乘信愿寺等南洋汉传佛寺也可见一斑），而当地的、甚至是

跨地域的华侨（如上文提及的新加坡刘金榜等）也能成为其发展的经济来

源；其次，本文提及的遣罗人对于极乐寺的捐助，及各族人民对佛教实

业公司的投资，也具有重要的启示：除了华人，我们也应注意其他族群、

社群参与到汉传佛教在海外发展历程的可能，W发掘海外汉传佛教发展史

的其他侧面；再次，清廷和遣王的例子足W说明，新时空的官方力量对汉

传佛教发展的影响显著，然而过程中可能涉及僧人的大量时间、精力和人

脉，佛寺发展或多或少因循官方需要。当然，在特定的社会脉络下，各方

参与佛寺发展或多或少都抱有不同的目的，他们跟佛寺的互动可能有推动

或制约的作用。因此，在研究过程不能扁平化地视他们视佛教徒、单一地

将其举动归类为拥护佛教，而应具体分析其动机和影响。

概括而言，极乐寺案例研究显示，汉传佛教在南洋各国的发展不仅仅

是中国的佛教对外延续或空间上的移植，也不只是属于中国僧人的佛教海

外传播史，我们可具体探析时代背景、社会脉络和各方势力如何推动与

制约汉传佛教在新环境的发展，W及汉传佛教成为在地重要宗教组成部分

的历程。这种推动与制约也是流动的一一随着清廷崩解，遣王驾崩，在19

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四者与极乐寺的互动就此作古，为其他汉传

佛教跨境传播研究案例提供了借鉴意义。受限于史料，本文研究未能探讨

英殖民政府和各族群对汉传佛教的具体影响，有待后续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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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按擲呜海珠呜大伯公庙重修碑记》指出18世纪中叶，蓝谓桥则明确指出是乾隆
十年，即1745年。见《模樹鸣海珠鸣大伯公庙重修碑记》，海珠呜大伯公庙；蓝
渭桥：《海珠呜大伯公考察记》，1934年，转引自巧国祥：《榜城散记》，新加
坡：世界书局，1957年，第56页。

2 王公指张理、丘兆进、马福春，相传是结义兄弟，也是最早的模城华人移民。张
理死后，人们奉为大伯么。

3 有者认为"广福"二字也指广、福两帮，但不表示前者人数较多，早期两帮侨民
不多，因此能团结地共建庙宇；（陈铁凡1977)有者则推断广福宫早期由福帮侨
领主导，直到1862年才也接纳了广帮娇领。（张少宽2003)

4 在僧众单银的支配上也各有不同：一方面，库房理事人与管理香油的僧众毎月都
有相应的单银；另一方面，负责做经斤佛事的僧人则是领经斤单银，有时斋主会
给花彩（花红）或红包（极乐寺1907)。

5 有者甚至认为，大伯公是华侨最普遍的信仰，其地位趙过中国国内的城陸爷。鲁
白野：《狮城散记》，吉隆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3年，第29页。

6 本地调指当地华人普遍的经斤唱诵，云宝调则指W正信佛教经t千为主的唱诵。
7 1914年改名为平章会馆。
8 Sudana,是乐善好施的太子。
9 1907年的《模挪呜白鹤山极乐寺碑》则是仅见的将张捏南之弟张鸿南也位列总涅

的史料，即六位总理。
10张振就（张弼壬）：浩授光禄大夫商务大臣头品顶戴花翊待郞衔太仆寺正卿；张

煌南：覃恩谁授光禄大夫赏换花领头品顶戴候补四品京堂前驻扎模樹呜领事官大
荷兰国赏赐一号宝星特授大玛腰管辖日里等处地方事务；谢荣光；钦加二品顶戴
布政使衔棋挪呜领事尽先选用道；张鸿南：覃恩浩授荣禄大夫赏戴花领二品顶戴
江西补用道大荷兰国赏赐一号宝星特授甲必丹管辖曰里等处事务；郑關文：花领
二品封职候选道加四级；戴春荣：钦加二品衔赏戴花领候选道。

11两帮各有7位代表。广帮代表有：胡泰兴、朱昌怀、黄秉文、黄进聪、周兴杨、
许武安及伍积齐；福帮代表则有：邱天德、邱记、美、杨章抑、谢允协、陈合水、
叶合吉及林花錯。见《举贤任事》，《模城巧报》，1896年5月30日。

12后来胡文翁之子胡清才于1966年重建。
13寺方在保格园中建功德堂作为张煌南的生祠，塑张煌南造像，祝巧他多福、多

寿、多男；张短南百年之后，寺方逢过年元旦日、元宵日、清明日、端节日、七
月初韦日、韦月十五日及八月十五日，备办素菜、果品、香烛并虔诵诸品经咒，
供奉其造像。见《张煙南纪德碑》，极乐寺；释宝慈：《鹤山极乐寺志》，榜
城：极乐寺，1923年，第43-45页。

14如今的功德堂同时供奉祖师和檀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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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现存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
16木區己佚，不过字迹可见于现今万佛宝塔前的牌楼。在福州涌泉寺，也有"海天

佛地"墨宝，与极乐寺的几乎相同，两者具有一定历史渊源，相关讨论详见魏明
宽：《核城鹤山极乐寺铭刻概述一一兼论大击殿及慈樓太后"海天佛地"墨宝》，
《学文》2019年第15期，第90-94页。

17当时因妙莲法师搭船迎经回山之便，振贝子邸抵达石巧，受到当地绅商恭迎，并
有前总领事吴邀请州司马杨书鉴襄办供给。《功牌嘉奖》，《巧报》，1904年12
月31日，第1页。

18即现在的"万佛宝塔"。
19笔者考察棋城观音寺时发现。观音寺是本忠法师任极乐寺方丈期间，在市区建立

的佛寺。
20 泰文原文：t々vi?n巧叫uujiaw

1向nSan肉哥 1日14>^9-3'3弓14>13/1^?1弓'141巧弓

济JL姑1u巧巧？n问JJ W巧:已诗n*n«a bdb挺iflu日巧历b Tu弓巧niaiJ网ejiIuC叫s
W上泰文经笔者辨识和录文后，将文字和原文困片交由泰语老师许佩旋和研究生
陈健伶（两位都是泰裔）比对和释义。该证书另有小部分泰国高棉文（一种混合
了泰文符号的高棉文），目前无法录文，也无法翻译，不知是否为佛经片段。

21这二十人分别是（报章中辨识不了的字，W 表示）：刘聪敏、林□道、廖
谋珊、伍佐南、沈镇河、黄敏如、许如□、□贤贞、陈鸿樓、陈密来、黄□宝、
谭振吉、陈武烈、李蕴玉、李怀霜、林玉明、黄庆□、林存命、陈宏裕、萧娜口。

22该杂志内文则无提及钦赐事情。这条标题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没有明言是
第几任"還罗皇"敕封一一虽然1928年在位的遁王是拉玛屯世，但他未必化曾钦
赐本忠法师，所谓"遷罗皇"应指拉玛六世；二、没有记载"佛学博壬崇衔"的
详情一一尽管遷王有赐僧人"博壬"的文化，可是本忠的崇贤是否为博壬，是待
考的，不过经过比对，可见封面照片中的证书和观音寺的崇衔证书非常相似。基
于W上两点，笔者倾向于认为这张杂志封面照片就是遷王六世于1925年敕封本忠
法师的珍贵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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